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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探討我國政府契約人力 (指約聘僱人員) 之政策定位與現實落差之問題。這包括我國人事機關對契約人力之應然性定位與執行現實之落差，還有就是依據西方公務人力運用理論之策略定位與我國現實之落差。
    本文首先比較全球化下的公務人力彈性化與我國的政策取捨，並剖析我國政府在近年人事制度改革當中對契約人力的政策定位，透過對官方及學術文獻分析指出落差之所在。本文強調落差問題本質是牽涉到常任文官與契約人力之間的相對關係。現存的學術文獻反映出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機關基層常任文官的高浮動性及組織承諾之低落，而契約人力則吊詭地穩定及對組織高度依附性。因此，這現實是違背了國內研究常引用的Lepak 及 Snell的人力運用策略理論。
    就此，本文提出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命題來勾畫出常任文官與契約人力在我國政府內部人力市場的相對關係。本文認為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對常任文官的開放性，相對於對契約人力的封閉性，促成上述的有趣現象。這現象有別於國外的一般情況，使我國公務人力生態產生一定的特殊性。最後，本文提議我國政府的人力資源運用策略應納入內部人力市場作為變項來重新為常任文官與契約人力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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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考試院在2009年6月通過提出「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確立我國以公務人力為「政務、常務人員及契約用人」的三元體制，並規劃於2011年中期健全政府契約用人制度。其政策目的是「為活化政府人力資源，增加彈性用人管道，應以現行聘用及約僱人員為適用對象，在常任文官制度之外建構一套完整之契約用人制度，以應臨時性、季節性、特殊性之用人需求」(斜體字是作者加上的) (考試院，2009：15)。
隨著全球政府改造運動於上世紀在西方國家興起，我國也緊跟步伐，進行多項的相關人事改革，彈性化改革也是其中一環。但經驗告訴我們，當外國的改革理念被引進他國的政治行政系統時，往往會產生十分混雜、模糊及變異的效果 (Lægreid, 2000: 892)。在「本土化」後所產生的結果可以跟原始經驗完全不同。本研究個案或許是其中一個範例。

本研究是針對我國的政府契約人力，即上述「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所指的以公法契約進用的聘用及約僱人員(合稱約聘僱人員)，分析這類人力在我國公務人力體制內的特質，透過對比其與常任文官人力來突顯它的特殊性。實際上，約聘僱人員是我國存在已久的契約人力，但踏上政府改造運動潮流，政府自1990年代末開展對約聘僱人員的改革立法，當中雖然有提出頗大膽的改革方案，但直至現在，主管機關考試院並沒有根本變動對約聘僱人員的定位，改革方向偏向將現存制度法律化及規範化。

縱然直至現在還沒有完成任何新的立法，但現存制度已經在非中央刻意規劃下發展出自己的定位及角色意義，而這定位及角色意義必須放在較大的公務人力體系系絡(context)中才能看到真貎。這真貎可透過政府「內部人力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體制中的常任文官與約聘僱人員之相互關係來作反映。本文將呈現出一個與人事行政傳統智慧所描繪的不同圖像。
2、 全球化下的公務人力彈性化與我國的取捨
過去三十多年來，在管理主義意識型態的影響下，傳統韋伯式的「法律－理性」(legal rationality)官僚制度典範已受到頗大的衝擊。各種去官僚化 (de-bureaucratization)改革措施已不同程度地橫掃全球先進及發展中的國家的政府機關，以此來替代或重塑被認為沒有效率及效能的傳統官僚系統。

首先自1980年代始，一些傳統由永業性公務人員提供的服務，開始以民營化的方式，透過私部門或非政府部門以外包 (如一些社會照護的服務) 或國營事業非國有化的方式轉移提供模式 (如公共運輸及電訊事業的上市或私有化)。通過這類民營化，原本由永業制公務人員擔任的工作逐漸由較具彈性的「公司化」組織所僱用的勞工替代，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問題(red tape)已相對地降低。但這種「替代性機制」(alternative mechanism) 不能替代所有傳統官僚系統，最明顯是政府行政機關內的人員，他們負責行使公權力與處理核心的行政業務及其他公務，這部分絕對不會被「民營化」。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定要運用傳統官僚來負責所有這些任務。政府機關內仍然可以有人事彈性，簡單而言就是由受僱於政府的「非公務人員人力」來替代永業制公務人員，這種可通稱為「權宜性」(contingent) 的人力包括臨時員工、部分工時員工及季節性員工 (Klingner & Lynn, 1997)。

根據2005年OECD的公共人力資源調查報告，自1980年代末起，政府的僱傭關係呈現以下四項趨勢(OECD, 2005)：
1、 在一些國家，政府內的終身聘用(lifelong employment)法律條款已被廢除，公務人員已被納入一般的「勞工法律」內規範。
2、 而在某些國家，當終身聘用制度仍然保留之同時，定期契約職位則同時被使用以強化個人對績效的責任；同時，公務人員(特別是高級文官)的職位並不會得到保證，職位的續任是依據績效表現而定。
3、 另外一些國家，公務員完全變成短期的契約人力，沒有續聘的保證。
4、 此外，有一些國家以契約人力替代原由一般公務人員負責的職位。有時這些契約人力的待遇比一般適用於私部門的勞工法律要求還要差，因為政府僱員不適用一般勞工法律。
總體而言，政府機關的職位愈來愈由享有較低工作保障之員工所擔任，因此契約性人力占公務人力比例上不斷上昇。最激進的例子如美國喬治亞州於1996年解除對所有新入職公務員的「永業」保障；佛羅里達州也於2001年解除16,300多位在職政府中階管理者的「永業」保障。以上兩者都改以可隨時解僱之條件聘用 (at-will employment) (Battaglio & Condrey, 2006; Bowman & West, 2006)。在英國，公共管理者可彈性使用定期契約、臨時僱用及長期人員，以應付不同的需要(OECD, 2005: 7)。

反觀我國的現況，傳統永業制的公務人員仍然占公務人力的絕大多數。根據考試院提供的資料，直至2008年底，公部門的契約人力約為十五萬人，占全體公部門人力的18%。
 而跟我國法律體系接近的歐洲大陸國家政府，近年也增加使用契約人力，甚至有國家完全拋棄永業制度 (如丹麥
 及荷蘭)。而其他歐陸國家的永業制公務人員比例一般都低於我國，除少數跟我國比例相約外，即法國 (約87%)及希臘 (約93%)，其他國家大多數比例為七成左右，而德國只有四成左右 (Bossaert, 2005: 16)。

縱然面對國外對傳統永業制公務人員去保障化及契約化沖擊，我國並沒有採取類似的內部彈性化策略，而是採用外部彈性化策略，即在對常任文官體制不變之前提下，於外部建立較有彈性的契約人力體制，彈性化被定義為「多元化進用人力」，而非英美國家所強調的「讓管理者管理」(let managers manage) (蘇偉業，2007)。明顯地，縱然在政策口號上同樣強調「彈性化」，但我國在這方面改革的取捨卻跟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國家，完全不同的。
3、 我國政府契約人力的政策定位
本文所討論的約聘僱人員是指由1969年立法通過的「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規範之聘用人員，其指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人員，因機關現有人員無法勝任該職位，故以沒有公務員任用資格的人員充任；及由行政院在1972年首次頒布的「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所進用的約僱人員，其相當於公務人員第五職等以下辦理「臨時性」「定期性」及「季節性」之工作人員。約聘僱人員常被俗稱為「臨時人力」，這兩種人力皆是以公法契約方式進用，於近年合共大約維持在二萬七千至二萬九千人左右，占三十多萬公務人員人力的約8%強比例 (參看表一)。
表一、近年全國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人數統計

	年份
	公務人員總數
	聘用人員人數
	約僱人員人數
	約聘僱人員總數
	約聘僱人員/公務人員

	2005
	337,261
	9,509
	17,178
	26,695
	7.92%

	2006
	335,274
	9,916
	17,588
	27,504
	8.20%

	2007
	336,842
	10,283
	17,366
	27,649
	8.21%

	2008
	338,305
	10,609
	17,370
	27,979
	8.27%

	2009
	339,875
	11,613
	17,769
	29,382
	8.64%

	2010
	340,106
	11,714
	17,846
	29,560
	8.69%


資料來源：整理自銓敘部網站(www.mocs.gov.tw)銓敘統計專區。
上述法令十分粗略，「聘用人員聘用條例」只有十條條文，且沒有規範進用、考核、退休金及其他福利制度；而「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雖條文略為詳盡(十二條)，有規範進用原則，但條文仍沒有處理上述其他範疇。更重要是這「辦法」只是行政規則，欠缺法律依據；再加上機關對這類臨時人力有長期聘僱之情況，違反其短期人力性質，所以考試院一直認為需要以統一立法的方式加以整頓處理，並在1997年由銓敘部籌組「重新建構聘僱人員管理制度專案小組」，負責針對這類臨時人力的管理體制進行專案研究，以利未來的改造。
基於立法經濟原則，銓敘部曾嘗試將約聘僱人員與其他種類的非常任人員合併為單一種類人力，即於1999年提出的將聘用人員、派用人員、機要人員、約僱人員及職務代理人員納入「聘僱人員管理條例草案」；民進黨執政後銓敘部又提出將聘用人員、派用人員、機要人員、約僱人員及聘任人員納入單一人力種類， 2005年於考試院通過「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但由於以上各種人力性質之差異性，故引起很大的爭議，加上立法院會期於2008年屆滿，使立法最終告吹。

在上述過程當中，民進黨政府在總統府下成立「政府改造委員會」，推動明顯受西方思潮所驅動的政府改造工程，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政府改造委員會下設不同的政策分組，其中「專業績效的人事制度」分組的召集人為施能傑教授。他提出建立全新的「契約職位制度」。由此，政府改造委員會於2002年9月15日第六次委員會議通過「政府人力運用彈性化計畫」，強調人力資源變革之核心，應使各階層人力之運用更具有彈性活化之管道，改行多元化之進用管道，不完全強調終身僱用模式，計畫其中一個子方案就是「契約進用人力制度」，擬在政府機關建構契約性職位制度。在施教授的理念上，契約人力並非等同臨時或短期人力，只是這些人力之續聘與否是依績效表現而定 (施能傑、蔡秀涓，2004：22)，而且企圖將契約人力定為私法契約人力，依勞基法規範，並企圖盡量擴大運用比例，即其有替代常任文官的功能。
 明顯地，這改革方案是存在大膽突破的理念，且接近西方管理主義的主張。不過，上述政府改造委員會通過之計畫只是一個綱領，真正政策規劃還是回到考試院裡面，而銓敘部最終並沒有吸納政府改造委員會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縱然其在2005年通過之草案說明上仍將政策背景聯繫上「建立政府機關彈性用人制度」 － 即與政府改造委員會通過的綱領目標一致。

2008年國民黨重掌政權後，銓敘部再於2009年底提出新的「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僅納入聘用及約僱人員於條例草案規範範圍，而條例內容基本上就是將現行一些欠缺約束力的行政規範法條化，包括要求聘用人員進用必須以公開甄選方式進行，並由機關成立甄審委員會負責(第十六條)；必須對聘用人員進行考核，作為得否續約之依據(第二十九條)；將現行約聘僱人員的十三等酬金級別列為聘用人員之等級(第四條)。比較重要的新元素是明確限制機關的聘用人員總人數不得超過各該機關及其所屬機關職員預算總人數的百分之十(第三條第四項)。雖然這比現行百分之五原則有所提升，但實質上很多機關的約聘僱人員人數比例早已超過百分之十，所以不可以說是擴大契約人力之使用。
由於現行制度執行上沒有窒礙難行之情況出現，所以直至現在考試院仍未進一步處理對契約人力的改革。不過，顯然地，考試院對契約人力的政策定位仍傾向僅將其視為補充性的臨時人力，故盡量限制它的人數比例，以防止其對常任人員制度的沖擊。就工作性質而言，2009年版本的條例草案定義「聘用人員所任工作以辦理臨時性、定期性業務，或發展科學技術、執行專門性業務、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等為範圍」(第三條第三項)，所以草案中契約人力的工作性質與現存約聘僱人員的工作性質定義基本一致。所謂改革就是如何加強對契約人力之「法律性」規範；
換言之，考試院對契約人力的政策定位從來沒有改變。

不過受到西方人力資源管理概念影響，學術及實務界開始策略地思考契約人力在整體公務人力結構中的角色，並在建構政策時扣連西方人力資源的理論話語。常被引用的模型就是Lepak 及 Snell (1999) 的人力運用策略理論，以此分析定位我國的契約人力 (施能傑、蔡秀涓，2003；曾冠球，2004；蔡良文，2006)。根據這理論模型，組織人力資源可因應其獨特性及價值性高低分成四類：1) 「自我發展的人力資本」(developing human capital)：其具有高度獨特性及價值性，應由組織內部培養發展；2)「購買性人力資本」：其價值性高但獨特性低，可由市場中購買現成人力，不用組織內部培養；3)「外包契約人力資本」(contracting human capital)：其獨特性與價值性皆低，可透過外包契約方式購買人力服務；4)「建立人力資本聯盟」(creating human capital alliance)：其獨特性高但價值低，可透過合作聯盟與其他組織共同分享人力。

套用到公部門，常任文官屬於第一類「自我發展的人力資本」，他們是組織內的核心人力，其對組織具有高度忠誠度及承諾(commitment)。契約性人力或約聘僱人員應屬於第二類「購買性人力資本」，其為現成而不需要組織投資訓練的人力，其跟組織只存在基於功利前提下的互惠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所以他們對組織欠缺忠誠及承諾，流動性也很高。現任考試委員蔡良文(2006)在套用Lepak 及 Snell理論後，引伸認為部分策略層次、行政層次及執行技術層次的職位可由臨時性契約人力擔任(參看圖一)。
雖然以上只是一種概念理論之討論，但似乎是呼應了官方的一貫政策立場，並使其更具學理上的正當性，就是契約人力只是擔當「補充性的臨時人員」。問題是這傾向商業部門及西方經驗的通則性理論是否適用於公部門，進一步而言是否適合我國的系絡(不論現在或未來)？西方情況跟我國是否一致？我們似乎從來沒有驗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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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蔡良文構思的政府公務人力體系建構系統
資料來源:：蔡良文(2006：35)
4、 對約聘僱人員實然角色之初探
客觀上，我國政府機關在約聘僱人員運用上並不符合人事政策制定機關對這類「臨時人員」的定義。很大程度上，機關進用約聘僱人員是因為正式人力不足，甚至有一些機關之業務是沒有正式員額負責，而必須依賴約聘僱人員(席代麟等，2007；蘇偉業，2010)，基本上，如同歐洲大陸國家政府機關使用契約人力之原因一樣，我國政府機關使用約聘僱人員主要是為了在正式法定編制外擴大實際編制(Ridley, 2000: 28)。既然這些人力不是臨時性的補充人力，當然就會出現久任化的問題，約聘僱人員年資達十餘二十年者比比皆是，因此一直受到人事官員的質疑(曾介宏，1999；李紹芬，2003)，這反應本身就是對約聘僱人員制度改革的源頭之一。當論者批評用人機關管理者不當地將約聘僱人員久任化時，我們也要反過來問：為何約聘僱人員會對欠缺前途的工作有所留戀？另外，久任情況會否使理論上契約人力與機關的「功利性」關係有所變異？此外，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嚴格篩選，加上欠缺如常任文官之待遇、保障及職業前途之下，約聘僱人員績效表現是否會出現問題？
蔡秀涓及施能傑(2007)在2006年進行的一項針對全國機關主管的抽樣問卷調查發現，主管們認為契約人力的績效表現並不遜於公務人員，而且在主管配合度、工作態度，以及對工作指派調整接受度等方面，甚至較公務人員更好。但主管們認為契約性人力的自我成長動機與組織認同感低於公務人員。而另一項管理學學者針對地方政府稅捐稽徵機關中正式及契約員工的組織行為比較研究則發現，縱然契約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並不及正式員工，但其感情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竟然高於正式員工。組織公民行為是反映員工在工作份內以外對組織的額外貢獻。由於正式員工會有晉升動機，而契約員工則沒有這可能，所以前者有較強的組織公民行為是可以預期的。而感情性承諾是指對於組織的情緒性(非工具性)依附，對組織目的認同，並因此希冀繼續留在組織中。就此項目，契約員工竟然比正式人員強烈，這就跟傳統智慧理解很不同。
 研究者葉穎蓉(2004)解釋認為，由於他們是「自願」成為契約員工 (非由永業制被迫轉為契約制)，也理解不透過國家考試是不能成為正式人員；此外，這契約人員本身對在公務機關工作本身就有所偏好，認為於公務機關服務有較好的「名聲」，所以就算在經濟性酬賞不高的情況下，他們仍會對工作有正向的態度，並滿足了他們某些層面的需求；相反，由於正式人員可以在政府機關間調動，他們的認同對象不是「稅捐稽徵機關」而是整個「政府機關」，所以反而對「工作機關」本身認同會較弱。
上述兩項初步研究道出幾項重點。首先，縱然契約人員會因其欠缺職業前途而削弱他們的進取心，但他們對現職工作的投入並不因而遜於正式人員；其次，由於他們兩者的「組織忠誠」對象的有趣差異使契約人員對組織承諾也比正式人員高；更重要地，從組織行為的經驗研究發現，組織承諾 (特別是感情性承諾) 是與績效有正向關係(Meyer, et al., 1989)，所以葉穎蓉的發現可以合理地解釋蔡秀涓等的發現。雖然以上只是個別的初步研究，但有理由相信這不是偶然或孤立的，而是反映一些系統性問題。
更重要的是，以上發現有異於外國的相關經驗。例如Colye-Shapiro 與Kessler (2002) 針對英國地方政府非永業雇員之研究則發現，他們的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表現都不及正式雇員，但他們會因物質誘因而作出較強烈的行為反應，投入組織公民行為，所以非永業雇員仍然偏向功利性的。當然，欠缺工作保障之威脅也會促進契約人員對工作之投入。相關芬蘭的公部門研究就以此解釋為何其發現定期契約員工比永業公務人員對工作更為投入。不過，這種投入只會是短期性的，當超過三至六年後，定期契約員工的工作投入度就會比永業公務人員更急速下滑(Virtanen, 2000)。相對地，我國約聘僱人員在欠缺額外物質誘因及長期聘僱下，為何仍有不錯的表現呢？似乎我們需要作出更完整的解釋及演繹。什麼機制造成約聘僱人員會有較高的組織承諾？另外，這現象本身也是在否定Lepak 及 Snell的人力運用策略理論。那麼，針對政府機關的契約人力在組織的角色是否需要有不同的理解？
本文認為上述情況是一個相對性現象，即是說，若強調契約人力的組織承諾高，倒不如強調基層常任文官的組織承諾低。正如葉穎蓉所指出，「政府」並非單一機關，而是由很多不同種類機關所組成，而正式人員可以在不同政府機關之間調動，而契約人力則不能，所以在組織人力穩定性上，後者相對前者穩定，因此影響兩類人力對組織的感情及對工作的熟練度。但問題是，正式人員「可以」調動，但不等同他們「必然」調動；契約人力雖然不能調動，但既然是沒有前途的「臨時性」工作，這類人力的流失率理應很高才對。但現實卻不是，常任文官流動率反而比約聘僱人員高，但這流動並非因應管理需求所產生 (即非由上而下之管理調動)，而是發生在基層人員的主動遷調，而大部分的契約人力正好處在基層的工作崗位，所以使常任人員與契約人員之行為反差特別明顯。近年已有研究注意到初任公務人員流動率偏高的問題 (黃崇文，2005)，也有針對地方機關的調查指出，基層常任文官的不穩定性，使約聘僱人員的在職機關的平均年資比常任文官還要長 (蘇偉業，2010a)。但為何會出現如此異於尋常的現象？下文將提出「內部人力市場」命題來解構這現象。
5、 常任文官與約聘僱人員的相對角色：內部人力市場之解構
「內部人力市場」是指在封閉組織系統內的人力流動議題。這是從私部門管理發展出來的議題，其原本所關心的是如何在外部人力市場供需不協調、在瞬息萬變的生產管理知識需求及在勞工保障制度提升之下，靈活使用內部的人力(Osterman, 1984)。對政府部門而言，除了上述理由外，其意義可能更廣，因為企業的內部人力市場一般是指同一科層組織內部門之間的人力調度管理議題；而政府較像是一個由具有不同個別目的之組織「併合」而成之系統，機關之間的人事流動較像是一個次級競爭市場 (特別是我國)。

一般而言，政府人事是由複雜的人事分類制度來定結構，並產生各式各樣的工作階梯(job-ladder)，所以政府的內部人力市場往往就是指文官沿著這階梯向上爬升及在各階梯之間之流動。然而，政府的內部人力市場並非是一個「自由人力市場」，容許員工自由流動，或容許各機關管理者隨便從其他機關選才；這「市場」實是存在大量的「行政規則」來規範人事流動。在一般政府行政規範下，所謂「流動」主要是指人員在特定階梯上的爬升，在到達頂端後，轉向另一條階梯的運動模式(DiPrete, 1989: 259-262)。在西方的討論中，政府內部人力市場的話題焦點主要是如何解放人事分類制度所造成的人才流動屏障，使公共管理者行使更多的用人裁量權。早在1968年的英國富爾敦報告(Fulton Report)就批評僵化的英國公務員職系制度使不同職系的人員不能互相流動。
 不過富爾敦報告主張的重點是如何強化公共行政的管理面向，希望其公務員更具廣泛的視野，這可說是英國管理主義思潮的先驅。縱然在管理主義彈性化潮流之下，西方國家公務人力之橫向流動 (跨職系或跨部門) 主要是指為了培養領導人才而有系統地組織高階公務人員於不同部門歷練，如美國1978年成立的「高級文官團」(senior executive service)及英國近年發展的快速升遷發展計畫(fast stream development programme) 就是明顯之實例 (Lægreid & Wise, 2007)；而整體公務人員的橫向性流動仍然不明顯，包括同職等、同職稱但在不同機關之橫向流動。不過，在政府機關人力精簡潮流下，也有國家利用跨部門的人力調遷來填補被精簡人力之工作，以穩定機關運作；另外，就是將非核心職位交由「權宜性」人力擔任，使政府內部人力市場二分化，即二分為受保障兼有事業前途的永業制人員與沒有保障及沒有事業前途的契約臨時人員 (Wise, 1996)。
總體上，內部人力市場命題在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並不是熱門的話題，但本文認為，這議題對我國而言應該有它的特殊意義，因為我國採用其他國家罕有的獨立及集中化的公務人員考選制度，並有其特殊的「考銓二分」制度，這使我國內部人力市場結構變得複雜。L. R. Wise(1996)是少數研究公部門內部人力市場的學者之一，她提出政府內部人力市場之動力是由四項因素所驅動，包括職位定義及分類系統(job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升遷調動規則(deployment rules)、工作保障及員工身分(job security and membership)、獎勵結構及薪資規則(reward structure and wage rules)。下文將借用這四項因素但以有別於Wise的焦點來推論比較常任文官與約聘僱人員在我國公部門內部人力市場之落差，從而解釋上述兩類公部門員工異於尋常的組織關係。
一、職位定義及分類系統
首先，職位定義及分類系統所關注的是職位分類法及其對管理者用人彈性的影響問題。不同於西方以用人機關為中心的人力進用制度，我國常任文官是先通過統一的由考試院舉辦的國家考試，通過後才按考試類科分發至不同機關任用，所以，在這過程當中，「考試」及「任用」分成兩個不同的階段，即我國特殊的「考銓二分」制度。前者主要是透過考試來定資格，而這「考試」也為「內部」、「外部」人力市場定界線，即進入這「考試」界線後就已經進入內部人力市場(就算尚未被任用)；後者則類似西方的職位配置問題 (placement)。由於這「考銓二分」制度，我國過去就一直出現如何實現「考用配合」問題。將考試及格者列冊候用，還是由銓敘部/人事行政局分發至機關任用，成為兩大具爭議性的方案 (江大樹，1997)。前者就是利用內部人力市場，由考試及格人員與用人機關自由互配；後者則按考試成績高低與及格者志願由中央控制分配，即以「分發」代替「內部人力市場」。在國府遷台至1966年，政府主要是以列冊候用方式配置初任人員，其後就改用分發任用方式至今。　　　
縱然是中央分發，但由於我國並非採用純職位分類制度，而是特殊的「官職併立制」(1987年後)，兼採品位分類與職位分類的特徵，將常任文官套進簡薦委官等及十四職等內，也將人員分為技術性與行政性兩大類職系系統(技術性分為28個職組，58個職系；行政性分為15個職組，44個職系)。而各種職系(組)並非依附在機關，而是橫跨不同的機關部門，特別是行政性職系，並容許依職系(組)進行遷調，所以除了某些經特考進用之人力外，人員對機關系統之從屬性不高。
相對地，約聘僱人員是由用人機關直接進用，縱然某些約聘僱人員的實質工作與常任文官重疊，各機關中的約聘僱也會有相同的職務，但他們並沒有被納入職系內，也不適用機關組織法內的職務名稱，只因其依不同法令進用，而形成現在聘用及約僱兩類。這制度對用人機關管理者而言，正是優點所在，因為他們擁有完整的人事權，並不會因人員被納入職系(即政府內部人力市場)而導致人才流失。
二、升遷調動規則
升遷調動規則在Wise(1996)討論裡是指制度所容許的人員流動性(mobility)及員工發展(staff development)措施，這將影響員工在政府內部的流動模式。正如上述指出，國外針對公務人員之「流動」一般是指員工在特定階梯上爬升，在到達頂端後，再轉向另一條階梯爬升，但我國則存在大量非爬升性的橫向流動。這橫向流動的法規制度基礎是現行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的：「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下及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人員，在同織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而具體做法是技術性職系之間調任從嚴，而行政職系間調任從寬；專業性的行政職系較易轉向一般性行政職系；技術性職系較可轉向專業性行政職系。這機制與國外情況很不同，但一直被視為合理且必要滿足的要素。這可由我國實行職位分類制度失敗中所反映，因為職位分類制度對調任限制頗嚴格，不易調任，成為被抨擊的其中一項原因 (蔡良文，2010：29)。而啟動橫向流動的重要觸發點是在於上述「分發」制度所導致的用人機關與考試及格者的需求錯配(張祈良，2001)，考選制度與兩者需求之落差促使雙方利用內部人力市場作「分發事後」調劑。 
促成這流動發生可從供需兩方面說明。首先在供應面上，用人機關是被賦予一定裁量權來決定職缺是以「考試分發」或「內補」方式來甄補。當國家以「分發」代替「內部人力市場」方式對初任人員之配置時，用人機關的對策就是操控「職缺」之使用，來擴大其對「內部人力市場」的操作空間。我國政府機關存在龐大的內部人力市場是因為機關時常選擇以「政府內部徵才」方式甄選有經驗之人力，進用分發 (甄補時間冗長且沒有經由用人機關篩選) 且毫無經驗之人員並非它們之首選 (施能傑，2003)。從過去統計資料可以發現，機關自行遴用的新進人員數目一直比由考試及格分發的人員為多。
 
有供應之同時，也必需要有需求。除了職務晉升導致的調動外，正由於對初任人員採「分發」方式分配工作，合格人員雖有填報志願，但只有考試分數較高者較能被分配到優先志願機關，所以初任人員對被分發到的機關職位常有不滿的情況，這是分發制度必然產生的毛病。另外，選擇以考試分發補缺的機關往往是在內部人力市場欠缺吸引力的機關 (如偏遠地區、非都會區或基層機關職位)。所以初次分發的基層人員往往因為對崗位的不滿意而另覓遷調機會。此外，國家考試之考生本身也存在投機心態，往往會「策略性」地選考某些類科，先進入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再找機會「跳槽」。因此，分發人員到任後不久後調職情況十分普遍，在2002至2004年期間有一成多的高普考試及格人員於分配一年內離職(黃崇文，2005：87)。就算不是以上之「投機者」，公務人員也會因家庭因素、工作壓力、工作不順利、同儕關係不和或嫌惡性工作而萌生「跳槽」之念頭。
為回應以上「內部人力市場」所產生的問題，考試院近年推動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首先是自2003年擴大發展地方特考，以協助基層地方政府機關解決人才難覓的問題，透過該管道進入文官系統的公務人員，必須被綁在被分發地區六年；自2007年12月21日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後，一般高普初等考進用者有一年調任限制。為了控制機關(特別是中央機關)查報職缺不實及鼓勵各機關踴躍提報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職缺，
人事行政局於2008年10月30日研訂相關配套措施，要求自2008年度起，中央機關提列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提缺比由現行17%成長至20%，2009年成長至23%，2010年成長至25%，期能逐年提高中央各機關提列高普初等考試之職缺數；另訂定中央及地方機關提列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獎勵方案，並自2008年起實施，將各機關提列年度考試職缺情形納入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 (張秋元，2010：125-6)。但這些措施能否改善基層公務人員的過度流動性仍然是疑問。
相對地，「升遷調動」基本上與約聘僱人員毫無關係。約聘僱人員並沒有職階，只有薪資等級，而這薪資等級主要是按學歷經驗來定高低 (銓敘部，2009：396-398, 429)。約聘僱人員絕對不能申請遷調，也不像德國及盧森堡般容許契約人力到達一定年資後變成正式人員(Bossaert, 2005)。因為我國憲法明確規定「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所以約聘僱人員是完全隔絕於政府常任文官的內部人力市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用人機關對約聘僱人員有完整的人事權，也沒有正式人員的升遷需求／可能，所以有少數機關寧願使用約聘僱人員，而不用正式人員，以確保人才是自己所需，並防止內部市場存在帶來之人力不穩定 (蔡述倫，2010)。

三、工作保障及員工身分

在工作保障及員工身分方面，Wise(1996)直接聚焦在進用永業制人力與臨時人力組合所代表政府內部人力市場策略。本文所注意的是，工作保障及員工身分如何建立員工在內部市場流動的誘因。我國公務人員的法令對常任文官工作有多方面的保障，除了永業身分的保障外，公務人員也不會因遷調而面對不利或利益受損情況。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三條規定：「公務人員經銓敘審定之官等職等應予保障，非依法律不得變更。」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八條規定：
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自願調任低官等人員，以調任官等之最高職等任用。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均仍以原職等任用，且機關首長及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
所以，以上保障進一步降低遷調帶來之成本，強化政府公務人員進入內部人力市場之誘因，特別在面對不利的工作環境時。
相對地，約聘僱人員並沒有享有「法律上」的工作保障，他們必須一年一聘，理論上是短期性的工作。但實然上，他們往往被年年續聘，變成長期性的臨時工。對用人機關而言，它們也是花了成本來培訓約聘僱人員，隨便淘汰他們也是一種資源浪費及不理性。吊詭地，由於他們的身分是不能進入政府的內部人力市場，而約聘僱人員作為一種人力種類，也沒有形成自己的內部人力市場，約聘僱人員並不能在機關之間調動或流動，所以他們在面對工作不滿的唯一選擇就是「離場」。因此，除非外部人力市場景氣不錯，鼓勵他們「離場」，否則他們反而成為機關基層的穩定人力。
四、獎勵結構及薪資規則

在獎勵結構及薪資規則方面，Wise(1996)所關心的是政府內部市場與外部私人市場工資差異所必須注意的公務人員俸給制度。這裡所關注的是什麼物質誘因驅動常任文官與約聘僱人員之內部市場行為。升官加薪是一般常任文官的重要工作誘因動機。這晉升也不一定侷限在機關內部進行，也可以在整個政府內部人力市場中進行。根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規定，公務人員連續二年考績列甲等者；或連續三年考績，其中一年列甲等、二年列為乙等者，可取得同官等內升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這資格並非僅指機關內，也包括機關外的其他職位。另外，由於職務列等的差異性關係，中央機關等高層機關會有較長及較高的工作階梯，使其較具前途及吸引力 (註：所以為何以上提及中央機關經常匿報職缺，多用「政府內部徵才」方式從其他機關挖角)。在此情況下，進取而有能力的基層文官除了在自己機關向上爬之外 (但基層機關晉升機會較少)，更會不斷往中央或高階的機關走；相反，表現不佳的文官則一直待下去，機關管理者很難將他們調走。
相對地，約聘僱人員的工作動機就是工作「續約」。除了沒有升遷機會外，他們的薪資都偏向固定，因為機關都是以固定預算來進用約聘僱人員，他們個別人員的薪資提升一般只有在有高薪點的人員離職才有可能發生。對約聘僱人員考核的功能主要是作為續聘之根據。簡言之，約聘僱人員之主要工作動力就是「保飯碗」。問題是，為何他們不選擇更有前途的工作？正如葉穎蓉指出，大部分約聘僱人員對政府工作本身是有所偏好。當然這種偏好並非盲目到只想終生擔當約聘僱人員；一般而言，他們會同時準備國家考試，透過這方式獲取常任文官的「身分」，但由於通過國家考試並不容易，約聘僱人員並不會因為其有政府工作經驗而會在考試加分。
 當長期無法進入「正式」系統後，他們就很難跳到私人勞動市場，而必須長期擔任政府契約人力。根據一項對我國地方政府約聘僱人員的調查顯示，有超過六成樣本的約聘僱人員曾經或正透過國家考試進一步投入政府工作職涯；完全沒有試圖進入正式公務人員體制並有尋找其他非公務人員工作者僅占樣本數的7.3%；超過八成的樣本表示希望繼續在政府機關工作(蘇偉業，2010b)。可見約聘僱人員對政府工作的「依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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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我國政府內部人力市場中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之動力結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以上政府內部人力市場的推論有力地為上述初步研究發現提供了合邏輯的解釋架構。由於我國政府的內部人力市場對常任人員十分開放，在1)有利的分類制度；2)有利的升遷調動制度；3)工作保障提供低風險的人力流動環境；4)獎勵結構進一步提供人力向上及跨工作階梯的流動的誘因之下，削弱了基層常任人員對現職機關的投入承諾。這「開放」並沒有促進人力之穩定性，反而使人力浮動；吊詭地，被一般理論定義為不穩定之約聘僱人員卻由於被完全綑綁在單一機關、單一職位，不能「直接」進入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在欠缺工作保障，卻又對政府工作有所「執迷」之情況下，反而更為投入現職中 (參考圖二)。簡言之，本文提出以下相關我國常任文官與契約人力在政府內部人力市場的相互關係的假設理論：

1. 在我國特殊的考銓制度下，政府內部人力市場開放性及低機會成本鼓勵常任人員的跨機關橫向流動。
2. 在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差別待遇下，契約人力的穩定性比基層常任文官高。
3. 在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差別待遇下，契約人力的組織承諾比基層常任文官高。

6、 契約人力與常任文官之人力運用策略：內部人力市場之啟示
經過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中央人事機關對契約人力的應然性政策定位與實然性情況存在很大的落差，更與一般理論及經驗有著明顯的不一致。這些落差及不一致必須放在整體公務人力體系內進行檢視。故本文提出政府內部人力市場命題來闡釋以上的現象。
從政策定位上看，考試院定義契約性的約聘僱人員為臨時性人力，但實然上卻是久任的人力。對主政者而言，這是用人機關對政策之扭曲，必須加以糾正的問題。不過，如果主政者的主張是與Lepak與Snell的人力運用策略模型一致，視約聘僱人員為「購買性人力資本」，這則值得商榷。因為「購買性人力資本」應該是現成的，不用訓練投資的人力。但我們很難將約聘僱人員歸為這類人力。因為除了部分負責技術性職務 (如負責網絡管理) 的約聘僱人員是屬於購買性人力資本外，很多約聘僱人員都是負責「公務」，甚至要協助「執法」，這些工作都需要內部培訓 (縱然沒有接受像一般公務人員的正式訓練)，外部人力市場不能提供這類現成不用培訓之人力。正因為約聘僱人員是負責「公務」，非「勞務」，這亦成為考試院一直堅持約聘僱人員不能適用勞基法的其中一項理由。
 所以，考試院對約聘僱人員的定位是潛藏著自相矛盾的地方。約聘僱人員 (起碼部分) 應屬於「自我發展的人力資本」。如果這論點成立的話，是否代表考試院應修正對約聘僱人員的人事政策措施？
此外，就作為「自我發展的人力資本」的常任文官之組織承諾面向，Lepak與Snell之模型或許僅適用於單一組織系統中，其是否適用於龐大多元組織系統的政府本身也成疑問。不過，由於外國政府內部市場之相對封閉性，欠缺如我國　以員工需求面為導向的橫向流動機制，或許使這模型的適用性不成問題。但在我國對常任文官頗開放卻對約聘僱人員完全封閉的內部人力市場下，這顯然不成立，特別針對與約聘僱人員共事的基層文官而言。首先，我國的特殊國家考試制度應是這差異的重要解釋變項。假若一般常任文官與約聘僱人員皆是偏愛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一群，國家考試就是擔任一個重要的「合法高牆」來分隔這兩類人力。前者透過機關的歷練，不斷累積公務經驗，在政府內部人力市場提供的機會中來流動地發展他們的職志；後者則欠缺前者之機會，而其在政府工作所獲得的專長在私人市場又欠缺價值，隨著其對政府工作的不斷「投資」(包括準備國家考試)，使其更加深陷於政府工作中 (參看圖二)。但面對國家考試院的高門檻，以及政府工作經驗沒有加分作用，這些約聘僱人員成功通過國家考試之比率並不高。最後，被迫成為長期「臨時員工」，忠誠於單一機關。
無論如何，欠缺職業前途又欠缺物質激勵的約聘僱人員就算不能丟掉現職，但其工作積極性理應低於常任文官的同事才對。然而，開放的政府內部人力市場推翻了以上之常理。首先，積極進取、有能力或不滿現職的基層常任文官在龐大而頗開放的內部人力市場之誘惑下，會趨於浮動，而且這內部市場是對外閉封，對內開放，所以對現職人員較為有利。
 結果，除了在高位階的機關(特別是中央機關)外，基層機關的常任文官之穩定性會不及約聘僱人員。此外，欠缺經驗的「菜鳥」基層公務人員及長期待在基層而沒有升官動機的常任文官的工作表現可能不及約聘僱人員；反而，他們的約聘僱同儕一直面對年年續聘的潛在威脅，而必須在工作上保持一定之表現 (就算不用傑出表現)，而且很多約聘僱人員是「老鳥」，所以對業務的熟悉度較高，也使其較能保持一定的工作績效。所以約聘僱人員表現不遜於基層常任文官，甚至比他們優勝，應該是有一定之合理性。
本文利用「內部人力市場」角度解構我國政府人力資源系統的內部關係，從而對我國政府約聘僱人員制度表現的一些疑團提供一些合理的理論假設。而這理論不得不聯繫上約聘僱人員與常任文官兩類人力的相對性問題。這解構也提出一些制度設計者沒有考慮到的系統關係，在非中央刻意安排下，基層常任文官變成浮動且欠缺組織承諾之人力；而約聘僱人員卻成為固定且較具組織承諾之人力。就此，我們在未來仍需要作深入的實證分析，驗證上節提出的假設理論，特別是針對基層常任文官在中央及地方機關層次流動情況之比較以充實以上之論據。值得注意是，這個案分析提出了西方理論模型對我國適用性的質疑。當西方理論提供有用之概念及分析變項時，其產生之模型並不一定能普遍化。一些外國模型背後都存在著一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不變條件，但對他國而言不一定如此。
最後，本文認為政府內部人力市場結構應為審視整體政府人力資源運用策略的重要變項。過去，對政府內部人力流動僅視為一種技術性 (如考用配合問題)或法律性問題 (對任用資格的限制)，或僅從常任文官的職涯選擇角度來處理，而稍欠從整體政府機關人力運用立場出發，導致人事政策定位與現實之落差。若政府真的試圖將常任人員與契約人力整合地及有效地運用，應納入政府內部人力流動作為變項，並以內部人力市場視野重新為常任人員與契約人力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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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Line of Government Contract Personnel and Reality in Taiwan: An Insight from Government Internal Labo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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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an issue about gaps between the policy line of government contract personnel system and the reality in Taiwan, which refer to the gap between the normative position of the personnel authority and real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as well as the gap betwee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derived from the western public human resource theory and the real situation in Taiwan. 
This paper would first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global trend of public manpower flexibilization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line in Taiwan, which further zeros in on the policy line of the recent reform of government contract personnel. Policy gaps would be identifie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policy gaps formed are indeed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career civil servants and contract employees. Existing literature projects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that grass-root career civil servants are highly mobile and thei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s relatively low; while the contract employees are ironically stable and more attached to organization. This phenomenon works against the oft-quoted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 developed by D. P. Lepak and S. A. Snell.

In response,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government internal labor market (GILM) proposition to reframe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career civil servants and contract employe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above phenomenon is caused by the accessibility of career civil servants but inaccessibility of contract employees to the GILM.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GLIM as a variable in making the strategy of govern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positioning the manpower of career civil servants and contract employees. 
Keywords:contract personnel, government internal labor marke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ublic manpower system, career civil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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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之一部分 (NSC97-2410-H-004-167-MY2)。


� 這裡所指的公部門人力是指行政機關人員、衛生醫療機構人員、公立學校職員、公營事業機構人員、教育人員、軍職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其所指的約聘僱人員應包含以私法契約形式進用的臨時人員。


� 在丹麥，除了法官外，已再沒有終身僱用的公務員。


� 施能傑教授之訪談，2010 年1 月20 日。


� 現屆某考試委員之訪談，2010 年1 月12 日。


� 雖然蔡秀涓與施能傑之調查有關「組織認同感」較低這發現與這裡「感情性承諾」較高之發現有相左的地方，但前者只以主管的反應為依據，後者則是利用標準組織行為問卷對正式人員與契約人力做測試比較，所以較為完整，故後者較為客觀。


� 有關富爾敦報告的內容可參看相關網頁：http://www.civilservant.org.uk/fultonreport.shtml


� 相關統計可參看銓敘部網頁統計資料 (� HYPERLINK "http://www.mocs.gov.tw/" ��http://www.mocs.gov.tw�)。 有關1955~1995年機關新進人員中考試分發與自行遴用數目，可參看 (銓敘部，1996：115)


� 中央機關常以匿報職缺方式，待國家考試放榜時，搶先遴用增額錄取考生，這也是操作內部人力市場的方法。惟2008年修訂公務人員任用法及考試法後，規定必須按成績依序先任用正額錄取者，而後增額錄取者


� 有一些機關內需求少數特殊職系的人員，因而機關內沒有給予他們升遷的階梯，所以他們必須跳到其他機關作晉升，因此影響這類少數人力在機關內的穩定性。


� 不過，聘用人員 (不包括約僱人員) 在身分上享有一項特殊優惠，一旦他們通過國家考試進入文官系統時，其擔當聘用人員之年資會被採計。


� 現屆某考試委員之訪談，2010 年1 月12 日。


� 如果職系與職系之間或機關與機關之間採用非內部市場型態，這對現職人員會較為不利，因為他們必須要同時與內部及外部競爭者競爭職位。這是採職位分類制度(position-based system)國家之普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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